
试论中国中古社会变迁

吴 宗 国

西汉武帝时逐步兴起、东汉时日趋成熟的大族豪强在魏晋之际

形成为士族门阀，到东晋发展为门阀政治。而在北方，在十六国时

期，尽管他们丧失了在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但在地方仍然通过坞

壁和宗主督护制度保存着他们的势力。

这种情况，进入北朝后，逐步发生变化，中国历史开始向着新的

方向发展。从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改革开始，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次

三级跳，经过隋朝文帝、炀帝父子的改革，唐朝玄宗至德宗时期的改

革，中国历史终于走出了中古时期

。实际上

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改革，定姓族是一件大事。表面看，这是确

立了北魏的门阀体系，而实质上，不论是进入门阀体系的鲜卑贵族，

还是进入门阀体系的汉族士族，不过是北魏政权依照传统的以婚宦

评品门第的办法，来对他们当时的政治地位来一次认定

也就是利用这种形式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都纳入北魏官僚体系。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完全处于被动的

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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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有土地并没有触动

均田虽对豪强士族霸占荒地有所限制，但通过桑田无受无还，

。而三长制则是要取消宗主督护，对豪强

士族的触动就大了，以致在李冲建议实行三长时，山东高门郑羲和

高祐出来反对，并以“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

相威胁。但在李冲等说明利害关系后，冯太后坚决实行了三长

制，并没有引起任何骚动。

以上改革时的情况说明，第一，已经走向衰落的豪强士族，又经

过此前十年农民不断暴乱的打击，此时已经丧失了对北魏政权进行

对抗的力量，与东汉初年豪强地主举兵对抗度田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建议、支持、主持实行三长制的恰恰是汉族士族成员。

在本身处于衰落过程之中，又处在强大的鲜卑族的统治之下，士

族的一些成员依靠北魏政权走上官僚化的道路，而保持其自身地

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此后还会重复多次。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一些人成为诸多从根本上来说是针对士族门阀的改革的推动者。

这种分化只有在一个阶层或集团走向衰落时才会出现。

北魏实行均田、三长的意义在于重新恢复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

直接控制百姓，主要是农民的编户齐民制度，并按照人丁征发赋役

以满足国家的需要。在不触动豪强大族现有利益而又不改变赋役

征发标准的情况下，只有社会存在着相当大比重的自耕小农或准自

耕小农，才能做到。而这又成为历史发展新的起点。

尽管士族门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失去了主导地位，孝文帝

改革对士族和贵族更是进行了抑制和打击，但改革并没有取消他们

做官的资格，而只是取消了他们世代担任高官的特权。同时社会上

还没有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士人。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

官员大多仍由原有士族成员担任，这样，又给他们恢复或扩张自己

势力的机会。北魏末年的动乱以后，高齐对不同等级的士族采取了

不同的政策措施。士族情况每况愈下，特别是敕用州主簿的出现，



以及高宗接受出自山东

士族担任州县佐官开始成为虚名，而在西魏北周，进入关中的六镇

武装集团建立了以府兵系统为核心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陇地区

的豪强和士族被吸收到这个集团中去。

隋文帝初年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地方佐官中央任免。二

是府兵制实行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和征召扩大化即兵农合一

化。前者抽去了山东士族最后赖以存在的依靠，后者则挖了关陇贵

族存在的基础。隋炀帝进一步取消了关陇贵族的特权。

以上情况不仅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构成的变化，而且深刻地反

映了社会的变化。山东士族“身未免于贫贱”，丧失了经济和政治权

势。关陇贵族虽然还充当着皇亲国戚的角色，有的还做着大官，实

际上也只留下了一个空架子。

。南北朝时期开始，隋朝加速发展起来，在

唐朝建立后，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反复，裴寂、长孙无忌等关陇贵

族先后担任宰相，皇室和大臣也把皇室与关陇贵族通婚作为国家大

事来看待，太宗本人也还是把关陇贵族作为自己政权的核心和依靠

力量，宰相中总是要保持几个关陇贵族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员。但

这也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和安排，仅此而已。因为从太宗时起，他

们在政治上不起主导作用。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是隋末动乱中

涌现出来的“山东豪杰”

隋末动乱中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个社会阶层已经强大到在政治上举

足轻重的地步，以致在太子与秦王之争中双方都把山东豪杰作为争

取的对象。太宗即位后，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魏征、马周、李勣

等先后担任国家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指导着历史按照他们的目标前

进。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至于高宗初年关陇贵族势力的消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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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把皇后废立作为皇帝家事来处理，废除出“农夫”家庭的李勣

自关陇高门的王皇后，而立木材商人的女儿武则天为皇后，不过是

割去了贵族门阀政治的一个小小的尾巴。

隋文帝实行地方佐官中央任免还促成了三省制的确立 ，三省

制确立的意义在于三省摆脱了从属于皇帝个人的秘书咨询机构的

性质，成为国家政权机关，使天下、国家、朝廷的概念和皇帝分离开

来。皇帝也融入了国家、朝廷，是国家政务的最高负责人。

三省制还确定了尚书六部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地位，尚书六部与

寺监和殿中省有了明确的分工，从而最后结束了秦汉以来国家事务

与皇室事务不分的历史，从形式上摆脱了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古

老传统。

与三省制确立的同时，科举制也从古老的察举制中脱颖而出，

北朝的强调军功，南朝的重视文才，都是和门第相对的，但还没有完

全否定门第，科举则不论门第。科举制的确立和不论出身，一切均

通过考试，考试合格方能任官的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古代官僚制度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独立于皇帝的国家政权机关的建立，国家事务与皇家事务的分

离，官员通过考试任用制度的建立，标志着隋唐的国家制度和政治

体制已摆脱了家国一体的早期国家的色彩，而具有近代国家的性

质。这些不仅为宋代所继承，而且为后代所沿用。唐宋从政治体制

上来说，基本是一致的。

隋和唐初所确立的三省制及其他相关制度虽然具有很大的开

创性，开启了此后一千多年官僚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诸如各级政

府都由官僚负责运转，官吏全部按才学标准并通过考试由中央政府

三



任命等。但它仍然具有很大过渡性。

第一，唐初的三省制和其他制度都是建立在广大小农（均田农

民、自耕农）基础之上，随着小农的分化，自然不再适应了。第二，社

官分职，执掌固定。这种制度只适应于经济不很发达，小农占据多

数的时期。尚书各部，据令式以掌政令，行政决策以唐初所定令式

为依据，也不适应后来急速变化的经济、政治形势。

唐朝政府最初是通过政策的调整，后来则采取设立使职，制订

新的法令的办法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到玄宗开元年间，更采取了

、括户，搜刮逃亡农民，最后准许逃亡农民就地落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色役资课化、纳资代役，改革地税、户

。在这个基础上，生产技能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

几项重大举措。

籍。、军事使职和财政使职的广泛使用。

、实行募兵制，取消征兵制。

税征收办法。

货二

对于土地兼并，则继续采取放纵的政策。杜佑在通典卷二《食

田制下》引录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时注曰：“虽有此制，开元之

伴随着土

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天宝十一载

玄宗在诏中也不得不承认：“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

行吞并⋯⋯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仍别停客户，使其佃食。

地集中到王公百官富豪之家，租佃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斤这样一个空前的成

开元时对政策和制度的各项调整以及地主经济的发展，造成了

农业空前的发展，取得了人均粮食产量

就

。

大，私人手工业、商业、城市有了巨大发展，读书人增加，形成了新的

士人群体，新的士族（科举入仕者、衣冠户、举人层）正在形成

相对于上述变化，开元年间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赋税

制度与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战乱，大

量人口逃亡离散，把这个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使得政府面临着巨大

的财政危机。



。第五琦、刘晏所实行的盐的官府专卖及稍

正是这种危机促使唐朝政府在赋税制度上进行了两项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改革。

一是实行两税法，宣布“租庸杂徭悉省”。废除按丁口征收的租

庸调和按户征收的杂徭，实行“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

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按土地交粮食，按户等交钱。

“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是承认外来户和逃户，并从法律上承

认客户，而不论他们是自己耕种着一块土地，还是租种别人的土地。

这是对原有户籍制度的一次松动，也是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对农民实

行直接的人身控制的一次松动。这对于租佃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

有积极意义的。

“人无丁中，以现居为居”，取消按人丁征发赋役的标准，改为财

产为征税的标准。政府为了保证赋税收入，着重的是每户的土地和

户等，而对人丁则不像过去那样放在首位，这也意味着对人身控制

的放松。

两税法实行时宣布取消徭役，并按户等纳钱反映了经济发展中

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但是，两税法的制定者

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发展，因此，具有很大的超前性，但它同时也预示

了此后一千年的发展。

取消徭役虽然没有成功，但国家对劳动者和百姓人身控制的放

松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这是和社会上租佃制的发展相一致

的。在租佃制下，佃户除了对自己的地主仍然有着人身依附关系，

与其他地主，在人身和法律上都处于同样的良人或凡人的地位。

二是商税的创立

后的榷酒、税茶以及安史之乱后由临时而正式设立的商税，是在两

税之外另外开辟了一个赋税系统。

工商之税由来已久，西汉有盐铁之税，南朝工商之税尤甚。但

是由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工商税的设立时断



绅，科

时续，即使设立，在赋税中也不占很大比重。北朝基本上没有商税，

隋和唐初也没有商税，直到武则天统治时期，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

展，这个问题才被重新提起，到安史乱后才逐步建立。

新的商税系统创立后，此后一直没有再中断过，而且在国家财

政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大，与两税构成了政府的两大财政支柱。

赋税制度改革可以说是玄宗时开始的各项革新的最后一笔。

此后中书门下体制的发展完善、宰相制度的恢复、科举录取标准的

变化，都是在原有制度内部进行调整。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也在悄

悄地发生转变，而这又是不能通过政府法令一次完成的。

在社会逐步恢复安定的情况下，各项制度的革新和调整为社会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地主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商

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国家对劳动者人身控制的削弱有利于劳动者

从传统的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商业、手工业。

在这样的条件下，从唐朝后期开始，社会政治面貌发生了许多

巨大的变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科举制则是诸多变化的强大推

动力。这些变化主要有：

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和农村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加速。

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普通百姓亦可通过科举做

官，有的并可做到高级官吏。上下级交流的加强不仅增强了政府的

活力，也缓和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

从唐代的衣冠户、举人层到宋代的士人家族到明清的

举成为各个时期社会等级重新编制的杠杆。而以士人为中心的新

的宗族制度逐步形成。

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从唐后期已开始转变，至宋轮廓就更清晰

了，刑名、钱谷成为地方政府两项主要职责，一些社会事务如水利则

成为官督民办。有些则由地方式宗族操办。

而社会变化最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则莫过于城市面貌的巨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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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据统计在宋真宗景德年间（

万贯，而到仁宗庆历年间（

变。大城市的坊市制度在唐朝后期已开始打破，而大的变化则发生

是“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

在一些地方集镇。如江淮草市“富室大户，多居其间”。桃林场则更

。发展到宋代，坊墙打破，

大小城市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商税在赋税总额中的比重直线

年）商、酒盐税总计

万贯，万贯，而皇祐中（

年）商、酒盐税总额就上

年左右）两税收入中钱止升到

此外还有绢帛 万匹，粮 万石。从商税在当时国家财政中所

起的这种支撑作用，我们还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手工业、商业在

当时国民经济中到底占有多大比重？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但是，尽管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在当时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

比重，而在土地不断集中、地主官僚大量逃脱赋税的情况下，国家总

是要通过不断增加商税来摆脱财政危机，这又不能不反过来严重影

响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发展、萎缩、再发展、再萎缩，几

乎成为宋元明清几代的一个怪圈。

以上就中国中古时期三次重大变革，做了多少带有臆测性的

述。当然社会变化在变革之前早就已经开始。这些变革只是前后

转折的关节点。或者还可以看作是一种变迁的标志。

如果从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展来看，南北朝

有类战国，隋和唐初有类秦和汉初，唐玄宗至德宗则有类于汉武帝

至汉光武。它们的出发点都是贵族或门阀衰落以及大量由国家控

制的小农的出现。而随着土地的集中和小农的分化，前者是农民依

附性的加强和身份的降低，豪强大族和士族门阀的出现。后者则是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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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农民保留良人身份，地主的起落不定和非官僚地主的出现。

如果从政治体制来看，在基本点上唐宋是一致的，已如前述，但

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是宰相事权分离，到宋形成了二府、三司。

二是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发生转变。

如果从文化上看，唐宋之间一致性也是很大的。唐宋都很开

放，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基本上都是兼容并蓄。而唐朝对外来文

化的吸收更加广泛。对传统文化都在不同层次并以不同方式进行

了整理和总结，但都没有停留在整理上，而是运用前代的思想材料

创造各自的文化。是把有用的东西拿来改造和发挥，是为我所用。

唐宋都没有把儒家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唐初撰成的《隋

经籍志》对俗儒进行了批评，刘知几在《史通》中疑古、惑经，宋代

对孔孟也是可以提出批评的。

唐宋之间也有区别，盛唐以前，更看重的是社会和政治，文人则

注重于个人的追求，而从中唐开始特别是到了宋朝，则更看重宇宙

和人生的探讨，以及适应新的时代的个人修养。侧重于社会和政

治，则更看重历史，侧重于宇宙和人生，则更偏重理念，尽管其中包

含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年。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四章，辽宁大学出版社

年第 期。胡戟《耕三余一说起》。《中国农史》

田制》。《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

年。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第三卷

年。》。《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论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李冲传》。《魏书

年。汪篯《北魏田令试释》。《隋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



（吴宗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樊川文集》卷一一；盛均《桃林场记》，《全唐文》卷七六三。

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编第一章第四节，武汉大学出版社



重读唐长孺师论著

张 弓

笔记

一个史学家的宏观的学术理路，出自他的历史观。中国自古至

今大致有过四种基本历史观：天道不变论、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

论、历史唯物论。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大致受前两种历史观支配；近

代史学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历史进化论；

大辩论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到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

年代以后，唯物史观成

为国内学术主流，被史学家普遍信从。但是，历史唯物论毕竟只是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属于历史哲学范畴。一

般地说，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演进历程千差万别，各具特点，

历史唯物论只能指导不能代替各国历史的研究；特殊地说，中国是

地处东亚的大国，又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数千年从未中断的发展史、

历史文物特别丰富、史学传统十分发达的文明古国，因而它的文明

发展与社会演进历程独具特色，更有必要也有可能给以全面深入的

研究与揭示。

年代，特别是自 年代以来，数代前辈史学家在历史唯物论

的观照下，荜路褴缕，艰辛探索，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

阶段及其特点的见解，勾勒了古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宏观图景，

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

“亚洲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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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唐先生的《论丛》“跋语”说：“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

初步建立起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科学认识体系。可以说，这是 世纪

中国史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唐长孺先生是为此做出自己贡献的史

学大师之一。

年

他所考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年《三论》出版，见到书的

虑的“历史根本问题”是什么，《论丛》没有明说。以后从唐先生问

学，也没有听到他专门讲这个问题。

副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我终于有所领悟：《三

论》这个副题，不正是半个世纪以来，在历史唯物论的观照下，唐先

生所致力探讨的“根本问题”吗？

《三论》“绪论”中有这样一段概述：

中国是一个亚洲型的国家，奴隶社会带有亚洲的特征，封建社

会同样也带有亚洲型的特征，这就是：奴隶社会中奴隶在全部人口

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西汉奴隶数量即使按最高的估计也远远少于

自耕农与自由佃农。魏晋时期的封建化也很不彻底，而且法律上认

可的封建依附者为数非常之少。我们只能说两汉时代的劳动者除

了真正的奴隶以外，其他的劳动者，有如雇佣、刑徒，都带有奴隶的

烙印，这就是奴隶社会。魏晋以后，除了法律认可的封建依附者而

外，其他生产劳动者，被荫庇的佃客、荫户，官府手工作坊中的工匠，

都带有类似农奴的烙印，如此而已。

，封建社会

这段简洁明确的概述，可以看作是唐先生数十年研究汉唐间社

会性质变化的总结论。在这里，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亚洲型国家”的

概念。“亚洲型”的参照系，是所谓“欧洲型”即古代欧洲社会的发展

型式。“欧洲中心论”者曾认为“欧洲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模

式，不切实际地拿它来套中国的古代社会。唐先生的研究则揭示了

中国古代的“亚洲型”特征：奴隶社会的奴隶少于自耕农

劳动者的身份类似农奴，“如此而已”。



“东汉末年以

征，首先是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着眼的

从这段概述可以知道，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变化及其特

；而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演

变过程，又是从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着手。这是唐先生遵循历史

唯物论原理确定的基本的学术理路。唐先生探讨各时期的社会性

制最盛的时代”

质并由此得出的系列结论，如：“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是奴隶生产

“东汉仍然是亚洲型的奴隶社会，封建化尚未完

成” “东汉末年，南北双方同步向封建社会过渡”

至魏晋”，“奴隶制社会开始转变为封建社会”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

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等等，显示着同样的学术理路。

在唐先生看来，在汉唐间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者的

身份性质及其变化，同社会的经济形态及其演变直接相关。所以他

长期关注汉唐劳动者的研究，有关考察做得很细。从其著作中可以

看到，纳入他的学术视野的生产者类型极广，如汉代的奴婢、徒附、

雇佣、刑徒、百工、自耕农与自由佃农等；魏晋南北朝的官私合法佃

客（屯田客、奴客、僮客、僮隶），不合法的私属（私客、封荫户、大户包

荫、隐附），自耕农等；唐代前期的佃客（私属）、均田农民，后期的自

耕农、佃食客户，以及官府工匠等。学术视角主要在各类劳动者身

份地位（他们同国家的关系、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升降变化。他认为这是认识封建制生产方式形成及其特征

的关键。这也是他的整个中古史研究的学术重心。

年代到

在中古时期各类劳动者当中，唐先生研究发现以“客”为代表的

封建依附者，是最有特点的一个阶层。他发现“客”游移于封建国家

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与自耕农民、奴婢相比，它的封建依附关系最

不稳定。他们身份地位的升降，能够直接显示生产关系领域里基本

矛盾的变动，是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信号，最具典型意义。因

而从 年代，唐先生对“客”做了连绵不断的研究，认识不

断地深化。



引者）”即将到来的“最初表现”。《西晋田制试

下面从唐师论著中所做的关于“客”研究的摘要，虽远不足以全

面展示他在这一问题上付出的艰辛劳动，却大致可以反映他对“客”

的认识不断丰富、思考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可以看出“客”的研究和

思考，始终系于他所致力的“历史的根本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

形成和前期变化研究；更可以看到，唐先生在对浩繁的历史资料做

辨读、解析、整合时，往往从人所熟习却常不经意的记载中，揭橥重

要的历史信息，显示出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刻的历史

洞察力。

唐先生的“客”研究，五六十年代为第一阶段，八九十年代为第

二阶段。

一文

吴志》周瑜、吕蒙、

年代初撰写的《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最早提出“客”的问题。文中揭举并分析《三国志

陈武、潘璋诸传关于“赐田”、“复客”的记载，揭示孙吴通过赐田复客

制度，将政府田客（屯田户）赏赐大族将领，使之“转变为私人的田

客”。这类私客的“身份相当于农奴”。孙吴复客制“表现了各大族

间分割劳动力的现象”，系“政府亦即皇帝所占土地及劳动力的重行

分配”，它是“世家大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最大限度发展时期（即

魏晋以后时期

释

的现象；举《晋书》高阳王睦传，由司马睦盗取官田，

一文，举《晋书》王恂传“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

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揭示曹魏屯田户

“变为私家田客

一文第三节“隶

使七百余户逃亡者成为他的田客，揭示西晋初年的官田私有化、逃

户属客化现象。《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户、杂户的阶级关系”，对北朝隋唐间奴婢、杂户、隶户及相当于杂

户、隶户身份的番户、伎作户、私家隶户、军户等诸色人户，一一详做

分析。

，进而追溯两汉三国时年代后期写的《西晋户调式的意义》



逃亡农民依

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及《后汉书

期“客”的身份演变。文中举《汉书》孙宝传“帝舅江阳侯（王）立使客

马援传》“在北地，宾

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等两条记载，揭示“为主人所役属”、“不

“客”，早在两汉时已经出现。举《三国志

论从事生产或战争都受主人的支配”、“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的

魏志》曹仁附弟纯传，《蜀

志》糜竺传、李严传，《吴志》陈武附子表传等，有关客的记载，揭示三

国时代的客可以“像奴婢一样作为馈赠”，“身份非常低微”；客的数

目多寡可表示主人财富大小，在计算时往往“奴客混在一起”；“奴和

客的混同，并非简单地客堕落为奴，可能一方面是客的奴化，而另一

方面却是奴的客化”。进而揭示：“从西汉时起客的身份已经开始卑

建立。”并做以下申论：

微化，东汉至三国，在长期过程中，我们可以肯定客的依附地位正在

三国时期发生的变化首先便是庇护制的

合法化； 三国时期也初步规定了法律限度内的庇护制。“从此之

后，贵族、官僚享有合法的庇护权利，而同时私自募客便是犯法行

为。”

，在前阶段研究年定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

的基础上，通观东汉迄于唐中叶六百余年间客与部曲的演变过程。

这一考察始终以社会生产关系中基本矛盾的表现

托豪强充当佃客、佃家、私属；国家又总是企图使他们复归为编户

为背景展开。

首先从东汉三国“客的卑微化和普遍使用于农业劳动”人手。

对以前已论的《后汉书》马援传所载“宾客”、《三国志》糜竺传所载

“僮客”、曹魏“屯田客”、孙吴“复客”等，又结合《太平寰宇记》引《水

经注》关于东海县糜家庄的新资料、汉简有关边境屯田的资料等，重

予审视，作出新论述。认为马援时代的“宾客”，还“没有定着在土地

上”，“呈现着一种过渡的形态，即从随从性质的客转向近似分成制

的佃农”；认为“东汉后期豪强拥有的客愈来愈多，人身依附关系越



“擅自荫客不被承认”；国家“不承认贵族

来越强烈，和封建大土地的联系也出现新的迹象”；认为“屯田客是

国家的私客”，曹魏屯田“是当时通行的封建大土地经营方式的模

拟”；孙吴“赐客”、“复客”之后，“客的私属身份业已确定，以客的名

称出现的封建依附者遍布南北”。末后申论说：“两个相互对立的政

权，在不同地区同时推行内容和形式相同的屯田制度和佃客制度，

绝非偶然，我们认为这是汉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

继之探讨“晋代对于荫客特权的限制”。新举《三国志》常林传

“林叔父挝客，为诸生所白”，司马芝传“（征刘）节客王同等为兵”，周

瑜传之独有周瑜、程普两家的荫客，孙权令“皆不得问”，揭示三国时

期客的身份仍然是“良人

年）户调式规定各级官员荫佃客、衣食客的限额

豪强在特许以外自行招纳私属，这个原则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指出太康元年（

意义”

虽“与当时封建大土地占有的情况不能适应”，它却“仍然具有历史

“表明魏晋期间大量逃亡农民的前途是依托豪强，充当佃

表明“私自

客，其数量之多促使晋武帝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好反映

客在全国人口中的巨大比例和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年）因“流投靠而建立的依附关系是不稳固的”。指出大兴四年（

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而诏定给客制度，目的是“为了限止大姓私占，

重新颁布客的限额，把自行投庇的客纳入法律的轨道”。举《晋书》

出口万余”

山遐传所载余姚“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县令山遐“到县八旬，

，高门虞亮藏匿亡命千余被刘裕处死，揭示给客制“不能

真正遏制大量逃亡农民流入私门，而逃亡农民自行投靠和豪强私自

荫庇却始终是非法的行为”。举《梁书》贺琛传“百姓不能堪命，各事

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等，认为“进入南朝以后，封建大土

地所有制日益发展，逃亡日益严重，佃客队伍当然相当扩大”。

记

继之探讨不同于南方的“北朝荫户”形式。举《晋书》慕容德载

南燕）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



不能‘一同民伍

《魏书》食货志“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

征敛，倍于公赋”，揭示“北方可能遍布大户包荫形式”，纳敛倍于公

赋的北魏“荫附”“和魏晋的佃客，南朝的‘属名’、‘程荫’所处的地位

基本相同”。举《魏书》食货志：太和时置屯田，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

屯民，一夫“岁责六十斛”；释老志：置僧祗户，“岁输谷六十斛入僧

曹”，揭示北魏“施行均田制以后，封建大土地私有制继续存在”，“封

建大土地上存在着身份类似屯户、僧祗户的分成制佃农”。

年）十月诏“（奴婢）并

继之探讨“南北朝后期的部曲与隋初的浮客”。举《梁书》张孝

秀传“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指出“南朝后期见到部

曲使用于农业生产”。举周武帝建德六年（

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客

女”，指出“北周后期第一次确定部曲的身份”，北周部曲“和晋代佃

客一样没有独立的户口，只附注于主人户下，其身份高于奴婢，但却

“部曲身份相当于客”。举隋初新令“未受田者皆

引者）过去受田，而此时已不受田”，揭示不受田的隋代

不课”及大业令“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推知“这些人（指妇人、奴

婢、部曲

奴婢、部曲“多数应是封建大土地上的直接劳动者，他们对主人的人

身依附关系是强烈的，也是牢固的”。举《通典》所载高颎定输籍法

“使人知为浮客（原注：浮客为避公税，依豪强作佃家也），被强家收

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及杜佑所说“承西魏丧乱，

周齐分据”，“人不堪命，多依豪强”，揭示周隋之间“应当是北方部曲

制盛行的时代，但当时封建大土地上的劳动者主要仍然是源自非法

投靠的逃亡农民”；“自东西魏分立至隋文帝统治时约五十年间，出

于浮客的佃家应是豪强土地上的主要劳动者”；“周隋之间北方存在

着两种封建依附者，一是公开合法的部曲，二是以浮客组成的佃家，

后者是主要的”。

本文“后论”做如下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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